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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与农村治理的有效性

——基于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的经验
*1

郎友兴 张品 肖可扬

【摘 要】:在中国农村治理的新形势下，乡贤参事会蓬勃发展，引发社会热议。本文主要关注乡贤与农村治理之

间的关系，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与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东衡村乡贤参事会参与农村治理进行了系统探析。

文献研究发现，乡贤纳入统一的权威结构对农村的治理有着显著的作用。于是，本文选取了乡贤参事会参与治理的

东衡村作为个案进行分析，并将该个案与另外两个案例进行对比。研究表明，有无乡贤并非是否有效治理的原因；

是否有效治理也并非有无乡贤的结果；真正决定是否有效治理的是有无集中的权威，村两委平台对于乡贤等社会力

量的整合与吸纳是有效治理的根本原因。因此，构建一个集中有力的乡土权威才是推进当代农村治理的可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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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传统的地方治理之特征，尽管学术界的认识并非完全一致，但是，大体上还是认可这样的说法，即国权不下县，

县下皆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靠乡绅。显然地，自古以来在中国乡村社会中乡绅便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在今天

的中国乡村，各地的治理或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乡贤的身影，尤其浙江省的农村出现了“乡贤热”。本文将通过浙江省德

清县洛舍镇东衡村的案例，并通过同其他区域两个案例的比较，来讨论乡贤对于农村基层治理的意义，证明不仅仅是乡贤，更

主要的是将乡贤纳入权威结构中才是推进农村社区有效治理的重要因素。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此乡贤是现代意义上的，应

是新乡贤。

一、研究问题、假设与方法

在当下中国农村治理出现一些困境及新农村建设背景要求之下，地方政府之所以推行乡贤参与农村治理，其用意恐怕在于

将农村相对零散的权威汇集到一个共同的治理主体———即以村两委和乡贤为代表的治理主体之中。这就改变了原先“乡贤拥

有本土权威却无治理权”与“基层治理单位村两委拥有治理权却往往无法拥有本土权威”的困境，即乡贤参与以村两委为代表

的农村治理主体，使得基层农村治理主体拥有了统一意志的权威。如此，政令得以通行，民意得以沟通，这也是当下乡贤参与

农村治理的主要贡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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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的案例能够说明上述判断吗?在没有乡贤参与治理之前其治理出现诸多问题；而乡贤参与

治理之后，东衡村的治理逐渐地走上一条善治之路，并取得较为引人注目的成效。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影

响其治理效果的因素是什么?新乡贤能推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从而带来乡村的善治吗?

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文献做出假设:不是乡贤具有卓越的治理能力本身带来了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而是乡贤的参与促使了

集中权威的出现，集中权威才是达成有效治理的核心因素。

我们运用深度访谈和观察法等，探究乡贤的权威结构与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深入到村庄中进行实地观察，与各类成员进

行互动获得相关的资料和认知。也对村两委和村民之间的关系以及乡贤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了解。本文的访谈对象是

东衡村党总支书记、副书记、村主任以及东衡村乡贤参事会成员代表等。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乡贤参事会的产生缘由以及选拔

机制；村庄治理的困境以及解决途径；外来人口的管理方式与成效；乡贤参与村庄治理的机制与成效等。
[1]

为验证上文假设，本文在对东衡村个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穆勒五法，引入广西云浮村和浙江义乌市七一村案例进行

对比分析。通过案例的对比分析进一步验证乡贤权威结构与当代中国农村治理的关系。在本文的研究中，乡村治理的权威结构

作为一个自变量，治理效果作为因变量。通过控制变量进行对比分析(见表 1):一是将前后有无乡贤参与治理的 a村进行对比，

分析 a 村在治理结构改变后其治理效果的变化情况；二是将 a村和 b 村进行对比，观察 b 村在没有乡贤参与治理的情况下，是

何种因素带来了好的治理效果；三是将同样有乡贤参与治理的 a村和 c村进行对比，分析其治理效果的情况和原因。在 a，b，c

村的案例选择上，需要控制其他因素一致。

二、历史演进中的乡贤与乡村治理

(一)传统社会治理中的乡绅

乡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社会阶层(群体)，其发展在明清两代最为典型。乡绅主要是指依科举取得功名之人，其中又可

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举而入仕，后来弃官或被革职，退而为绅之人，另一类为中举而未能入仕之人。实际上，在传统农村社会

治理中，民事纠纷，甚至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乡绅裁决的。

乡绅的作用取决于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大致可总结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

造乡绅”
[2]
，乡绅主要履行以下职能:1．治安及税收；2．民事刑事案件的处理；3．赈灾等公共事务的举办；4．民众教化及乡

规民约的制定与执行；5．民间舆情的上达。费孝通把这种古代的上传下达的机制名之为“双轨”政治，如果此机制不通，严重

时可能会造成人民的揭竿而起。
[3]
可是，近代以来尤其 1949 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农村乡绅参与治理的地位被基本剔除。

(二)现代乡贤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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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村治理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农村的再组织，在国家力量与农民之间寻找到联结性较强的村治契合点。新的生产力发展

要求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而时代变迁产生的农业大户、农村精英成为新型农村治理的中坚力量，能够成为推动农村再组

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的农村治理经验为当代农村的治理提供了形成新秩序的基础。而在当下农村的政治、经济背景下，

重新提出乡贤参与治理显然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路径选择。加之，外出奋斗的村民通常都具有乡土情怀，愿意回到农村贡献自己

的力量。这些社会精英可以为农村建设提供引领作用，能够成为农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乡贤之于农村建设的意义，受到从学者到官员的广泛关注。在当代新乡贤的研究中，何倩倩直接将乡贤视作地方

上有着雄厚经济实力的老板企业家或富人；
[4]
宋青宜将乡贤定义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拥有一定经济基础和能力的，在当地具有

一定威望的人士”。
[5]
在某种程度上，前者将新乡贤等同于地方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后者除了强调其经济精英的特点之外，同

时也强调了“地方威望”即民间权威的一面。
[6]
本文认为，乡贤是在当代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居于优势地位且为

村庄公共利益有所贡献并得到村民敬重的农村精英。

(三)乡土权威结构与农村治理

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即行政嵌入和村庄内生。后者，内生性力量需要农村精英的推动。
[7]
农村

精英可以分为两类: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前者属于外生性的权威，而后者属于内生性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体制外的精英可

以转化为体制内的精英。例如:村中的经济能人由于掌握着经济资源且个人又有能力，在村中威信自然高。如果这样的经济能人

有意参加村委会选举，他们相对容易当选并成为体制内的精英。

根据精英的构成，或者说权威的内部结构，我们可以将农村治理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原生权威型农村治理，即村庄权威

多掌握在本土农村精英手中；2．次生秩序型农村治理，即村庄权威多掌握在以村两委为代表的嵌入式权威人士手中；3．农村

合谋型的农村治理，即乡贤与村两委共同掌握权威进行治理；4．无序型的农村治理，即村庄并无统一意志的权威出现，村庄治

理较为混乱。
[8]

农村的乡土权威通常为下列几类人所拥有:其一是村庄德高望重、为村民所敬重的老人；其二是外出经商或从政等后又归乡

的精英；其三是获得了其所代表的外来人口信服的外来流动人口中的权威人士。事实上，在中国农村，法理型的行政权威在农

村权威结构中并未占据着最高的位置，只有经济权威和行政权威的有机结合才能最终得到更多村民的真正认同。

乡土权威是由内生性权威和嵌入型权威共同组成的，乡贤是乡土权威中的内生性权威，村两委即为乡土权威中的嵌入型权

威。在村庄的治理中，两者如果能够团结一致，进行协作治理，那么，就会有利于提升村庄的治理绩效，从而促进村庄走上善

治之路。本文所讨论的案例其乡土权威是由村两委和乡贤(参事会)两个部分组成的。其中，村两委属于法理型的权威，而乡贤(参

事会)所拥有的权威部分是传统型权威，如本土德高望重的老人，部分是魅力型的权威，如回归村里的经济能人。

三、案例: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乡贤参事会

(一)乡贤参事会产生的背景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农村管理制度出现了三大变化:生产生活市场化、村干部选举民主化、农村社会事务管理自治化。但

是，由于传统制度的惯性作用和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滞后，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职能并没有顺应形势的发展而发生根本性

转变，亟需社会组织来弥补某些领域的空白和不足。在此背景下，浙江省一些地方主动进行实践探索，走出了一条乡贤参事会

参与乡村治理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之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纵向治理能力不足和社会横向治理能力缺失的问题。事实上，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出台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指出，要创新乡贤

文化，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以促进乡村文明的发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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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7 日，在浙江省德清县以“社区协商，共建共享”为主题，国家民政部乡镇论坛杂志社、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治

理研究中心与中共德清县委、德清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首届“中国乡贤治理论坛”，深入探访乡贤参事会的缘起与发展、提

升与规范、价值与认同，引起社会极大反响。

据统计，截至 2015 年底，浙江省除金华、台州外，其余 9 个市的基层均成立了乡贤参事会，共有乡贤参事会 1690 个。目

前，各地乡贤参事会共有会员 24132 人，其中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2837 人，企业经商人员 8322 人，村干部 3523 人，其他

人员 9450 人。村“两委”负责人担任会长的 563 人，担任秘书长的 774 人。
[10]
我们要讨论的案例东衡村乡贤参事会是在这些乡

贤参事会中的一个较为突出典型。

(二)乡贤与东衡村的村庄治理

1． 东衡村及其乡贤参事会基本情况

东衡村地处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东南部，2001 年村级区划调整过程中由原东衡村与草塘村合并而成，东邻钟管镇，南接乾

元镇，西靠三家村，北交镇工业区。村地域面积 10.4 平方公里。现有总人口 3051 人，随着近几年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自由

流动不断加速，东衡村的外来人口也不断增多。

尽管村民已经有 3000 多人了，但是两委班子加上兼职工作人员只有 14 人，这样的人员配备给村里工作的开展带来了诸多

的问题。此外，土地流转、产业发展等中心工作任务繁重；石矿，曾经是村集体经济主要收入来源，已经关停；村里的利益诉

求多样而复杂，意见难以统一；村庄公共环境脏乱差等也是村庄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在这样的挑战性难题之下，东衡村

择选了 19 位乡贤组成新农村建设推进委员会。

2．2011 年前的东衡村治理状况

2011 年东衡村进行了村级组织的换届选举。由于保护生态环境之需要，运转了多年的石矿要关停，新当选的村两委面临了

前所未有的考验。如果没有了这个产业，整个村庄的集体经济将会陷入困境。新农村建设工作迫在眉睫，村里的土地坑坑洼洼，

既不能种田，又不能养鱼。新一届村两委成员只有 6位，可是，全村有 116 名党员，70 多名村民代表，人多意见杂。以坟墓搬

迁为例。出于土地规划之需要，要进行坟墓搬迁工作。如果让村干部直接去做工作，村民们肯定会不配合。比如村民们会说，

搬了墓地，那我家风水破掉了咋办?由此可见，在东衡村，如果村干部去开展工作，直接和村民们提出因村庄土地规划需要搬迁

坟墓，恐怕很难进行。
[11]

土地规划工作一时间开展不下去。有时候，即使是一件小事的决策，也很难将意见统一起来。其实，

人们从坟墓搬迁工作实施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村里没有人也没有组织能够掌握村庄的权威。

与此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加大，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邻里之间的认同感，从而导致如今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及凝聚力的减

弱。正如村书记所说的:“外来人口居住在这里，日常生活这一块地方是很麻烦的，包括方方面面。”书记所说的，涉及新居民

房屋租赁管理、日常生活、人口管理、环境管理等方面。其中，最让村书记头痛的是村庄的环境管理方面，“吃饭什么的都一

塌糊涂的，垃圾都是随地乱扔的”。
[12]
由此可见，对于外来人口的管理方面，村庄内也没有任何人或组织能够掌握权威。

3．乡贤介入后的东衡村治理状况

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基础上，东衡村成立了经村民推选产生的新农村建设推进委员会(后改名为乡贤参事会)。东衡村乡贤

参事会成员 19人，其中 2 名女性，17 名男性；在年龄结构上，主要以 40－65 岁为主；文化程度多为中专、大专；职业方面，

企业或经商能人比例最高；在地缘方面，主要以本土为主(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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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乡贤参事会基本情况的描述性统计[13]

19 位参事会成员在村民中威望高、能力强、视野开阔，能够积极主动参与村里重大事务的谋划、决策和宣传。他们义务为

村里出谋划策、沟通民情、监督村务、推进发展。
[13]
这些乡贤有效解决了村两委成员少、任务重和村民代表人数多、意见难统

一等问题。“成立之后，我们村委会觉得比较轻松。”村书记这样说道，“我们村委会决定的事情，比如说要平整 2000 亩土地，

怎么推进呢?全部摊在桌上，跟乡贤们一说，他们会给我们出主意。因为他们是很接地气的，他们在会后，深入到老百姓当中问

一下。利用吃晚饭等碰面的时候，‘你看村里面要这么搞了，行不行啊?’老百姓也会反映给他们，然后他们心中有数了，再来

反馈给我们。通过大家的商讨，最后得出解决办法。好了!问题解决了。”
[14]

例如，村里整治后的废弃矿山需要填土复耕，有村民担心土壤安全问题。乡贤参事会成员闻悉便及时反映到村两委。在参

事会的建议下，东衡村最终决定请检测单位定期检测土质，公开结果。同时在填埋场附近挖塘养鱼，通过鱼类生存情况，直观

地反映土质和水质。这个做法其实并不复杂，但其效果却出奇的好，村民们的质疑也随之消失了。此举不仅使填土复耕工作顺

利推进，让坑洼的废地变成了良田，还为村里增加了 10 多万元收入。

五十七岁的高应华年轻时从事矿业，称得上是村里的致富能人。前两年回村被选为村中乡贤代表之一。他说，乡贤参事会

成员，虽无报酬，但大家工作都很用心。加入这个乡贤参事会后，高应华一刻也没有闲下来。他刚上任时，村里刚刚在废弃矿

山上平整出一大片土地，并开始了中心村建设。为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高应华和几名参事会成员会同村两委干部一起每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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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工地，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他说，村民们选举自己做参事会成员，要为村民做点实事，不能只图个乡贤的名头，村里发展

好了，自己也能更有面子。
[15]
当首批安置房落成，200 多户村民乔迁入住，他感到无比欣慰。如今，村里发展项目的规划、实施

的各个环节少不了乡贤们的参与和监督。每当村里对重大项目做出决策，在提交村民代表大会商议前，东衡村都会考虑乡贤们

的意见建议。这样一来，不只是高应华本人，整个村委会和乡贤的威信都逐渐建立起来了。

在村乡贤和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东衡村恢复了往日的清新空气与美丽环境。同时，通过公开招标，实施了建筑垃圾回填工

程，把原有的矿山开采形成的深坑回填整治，整理出可用土地 1600 亩，通过土地规划，打造东衡村“中心村”，进行村庄集聚。

如今中心村已初具规模，目前已建小高层 2 幢 110 套，入住 65 户；排屋 125 套，入住 100 户，整个中心村集聚农户 165 户。

在村庄乡贤的参与下，涉及东衡村中心村建设的 250 户农户的 200 亩土地征地拆迁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实现了征地拆迁“零

上访”。如今，凡是村里发展项目的规划和实施，都需要乡贤的参与和监督。2015 年以来，东衡村的每一位乡贤参事会成员都

获权列席村两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参与完成中心村天然气站建设、废弃矿坑填埋等重大事项决议二十多项，并全程参与监督。
[16]
逐渐的，村民们遇到问题，不是直接向村干部寻求帮助，而是告诉村里的乡贤，再由乡贤向村干部转达。最终，事情都可以

得到很好的解决。久而久之，村两委和乡贤们在村民心中的威信就逐渐建立起来。乡贤也变得更有责任心，由此形成了良性的

循环。

四、分析与讨论

乡贤发挥了乡村精英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参与农村的社会和经济建设。

(一)案例比较分析

在乡贤参与村庄治理之前，东衡村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掌握着权威。在石矿关停，村庄的集体经济陷入困境时，村两委却无

能为力。加之新农村建设工作迫在眉睫，而村两委成员只有 6位，这样的领导结构自然不利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前的基层

事务处理方式是村两委直接做出决策，而民主参与不足往往会造成决策执行的不尽如人意。此时的东衡村权威只掌握在少数嵌

入型行政权威手中，其权威代表性不够，自然得不到足够的支持，难以达到善治。

在乡贤参事会参与治理后，废旧矿山建新村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这样一来，乡贤参与新农村社会和经济建设的方式从

此开始了。
[17]
如今，乡贤一方面起着连接村两委和村民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乡贤参与农村治理的机制，村两委能够很

好地把乡贤与村民们组织、动员起来，从而促进了善治的出现。

东衡乡贤参与农村治理，其实是一个多元主体对农村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协同共治的过程。东衡乡贤包括本土德高望重的老

人等本土农村精英；从东衡走出去，在外经商、做官的回村乡贤；同时也包括代表着外来流动人口的外来精英。这些乡贤不仅

代表着村民的意见，更拥有着村民们的信服。乡贤参与农村治理，一方面可以代表各自所代表的群体，表达出自身的意见，多

元主体的参与使得决策更为科学和符合民意，从而促进决策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乡贤拥有着各自所代表的村民们的权威，

乡贤的积极参与推动，使得东衡村出现了以村两委为领导的统一意志权威的出现。统一意志权威的出现，顺利推动了政策的制

定和施行，从而有效促进了善治的达成。

广西云浮市的村庄
[18]
同样是由乡贤参与农村治理的，其资源禀赋方面与东衡村类似。对比一下云浮市的农村治理，村民理

事会结构基本与东衡相同，其成员同样包括本土农村精英、经商、致仕复归等精英、外来农村精英等。但与东衡村不同的是，

云浮乡贤同时也包括大家族和本土村民中辈分较高的原生性宗族精英，但这部分人通常代表着农村保守势力，这部分乡贤不仅

代表本土居民的利益，更会代表自身及宗族的利益。所以，当村民理事会出现后，原有党组织和村委会所开展的大量自上而下

的行政事务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并不一定受到群众的认同和支持，甚至会遭到村民反对。
[19]
由于云浮本身宗族气息浓厚，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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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往往是同一宗族之人，因而乡贤在协助村两委处理问题的时候，不仅要基于自身职责行事，同时更会站在自身宗族的立场

上。村两委不得不承担这些容易得罪人的公共管理事务。而村民理事会属于完全的社会自治组织，出于其自身立场，可以避开

这类不为村民所支持的事务，转而将重点转向广受村民认可和欢迎的公益事务。一方面是村两委开展的工作得不到村民的有力

支持，另一方面是村民理事会开展的工作更广为喜闻乐见。村民理事会的群众基础更为雄厚，它的设立和运行，有可能弱化原

有主体组织的权威，造成党组织和村委会组织在自然村一级的“虚化”现象。这样一来，结果是村两委和村民理事会两种治理

权威分散，因而不能产生集中化的治理结构和很好的治理效果。虽然也有乡贤参与治理，但是，云浮以乡贤为代表的农村精英

并不能很好地同村两委齐心协力，走上村庄的善治之路。由此可以看出，乡贤参与治理并不一定达成善治，乡贤参与并与村两

委统一意志、齐心协力才是促进善治的重要原因。

此外，与东衡村农村精英参与治理形式不同的是，浙江省义乌市七一村
[20]

虽无乡贤参与治理，但其村支书是经济能人，同

时又具有相当高超的管理水平，是一位认同型的村庄领袖，得到了村民的真正认可，具有足够的权威地位。从学术意义上讲，

其村支书是拥有着经济权威的内生性本土农村精英。其表现形式就是七一村的“经济能人”治村形式。七一村的何德兴书记通

过壮大村庄集体经济、为村民谋福利、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维护村庄社会治安等成绩，成功获取了村民的支持，从而树立了

权威。与东衡村不同的是，七一村没有农村精英参与治理，即其村庄治理中并无乡贤的参与。但是，其治理过程是拥有着经济

权威的内生性本土农村精英主导的，其本身拥有足够的权威与统一意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乡贤并不是善治的必要条件，足

够的权威以及统一的意志才是促进善治的重要条件。

综上所述，我国部分地区所推行的乡贤参与治村模式，其内涵便是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其最终归宿是善治。东衡村乡贤未

参与农村治理之时，村庄治理主体是村两委，但村民的意见难以上达，在政策推行时难以得到村民们的支持，所以，此时村庄

权威只是掌握在以村两委为代表的嵌入式权威人士手中，而本土权威未参与治理，即此时东衡村不存在统一意志的权威。乡贤

参与农村治理后，乡贤与村两委共同掌握权威进行治理，此时的东衡村是农村合谋型的农村治理，形成了以村两委为领导的统

一意志权威的出现，从而顺利推动了政策的制定和施行，有效地促进了善治的达成。云浮市的治理属于无序型的农村治理，村

庄并无统一意志的权威出现，村庄治理较为混乱。而七一村则属于原生权威型农村治理，村庄权威掌握在本土农村精英即经济

能人村支书手中。

乡贤即农村精英的参与治理，将原来的“乡镇政府、村两委等嵌入型单一行政权威治村”发展为“农村精英(包括本土农村

精英、经商、致仕复归等精英、外来农村精英等)参与下的以村两委为领导的统一意志权威治村或乡贤与村两委共同掌握统一意

志权威治村”，其意义在于，改变了原先只有以村两委为代表的嵌入型单一行政权威治村而本土农村权威难以参与的现状，从

而促使了农村治理中统一意志权威的出现，最终促进乡村善治。

(二)穆勒五法对比分析

我们运用穆勒五法中的求同法、求异法对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东衡村无乡贤时未达到善治，记为 A；东衡村有乡贤时达到了

善治，记为 a；七一村无乡贤达到了善治，记为 b；云浮村有乡贤，未达到善治，记为 c，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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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B、AD 为前件，A代表共同的前置条件:“有乡贤”，B、D代表其他基础条件(在这里基本可以等同于 B=D)；ab、ad

为后件，其中 a代表在共同的具有乡贤参与前置条件下，治理效果中相同的部分，b、d代表治理效果中不同的部分即:b 代表未

达到善治，d代表达到善治。

七一村(无乡贤，达到了善治)和东衡村(无乡贤，未达到善治)对比如表 5 所示:

其中，AB、AD 为前件，A代表共同的前置条件:“无乡贤”，B、D代表其他基础条件(在这里同样可以基本等同于 B=D)；ab、

ad为后件，其中 a 代表在共同的乡贤未参与治理前置条件下，治理效果中相同的部分，b、d代表治理效果中不同的部分即:b 代

表未达到善治，d代表达到善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表 6:

由求异法，结合上表(其中 B=D，a1=a2)我们可以看出:当 b 即未达到善治出现或当 d 即达到善治出现时，A即有无乡贤是可

以被消除的；且当 b 或 d被消除时，A 依然出现。那么我们可以推出:有无乡贤并非为是否善治的原因，是否善治的出现也并非

为有无乡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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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我们用求同法控制变量如下表:

云浮村(有乡贤，未达到善治)与东衡村(无乡贤，未达到善治)和七一村(无乡贤，达到了善治)与东衡村(有乡贤，达到了善

治)对比如表 7所示:

由求同法，结合上表(所有字母同上)我们可以看出:当 b出现的不同场合，A、B(D)皆在。同理，当 d 出现的不同场合，A、

B(D)皆在。如此，我们无法推出“A(即有无乡贤)是 b(或 d，即‘是否达到善治’)的原因”。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条件:是否掌握权威。在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个案例(东衡村前后为两个案例)中，东衡村初时未形成

统一的权威；云浮村在乡贤参与治理后，村民理事会与村两委形成了相对分散的权威；而东衡村在乡贤参与治理后形成了统一

的、集聚的权威；七一村本身便凝聚了足够的、统一的权威。据此，我们进一步整理如表 8 所示:

其中，C 代表有集中权威，缺省代表无集中权威。其他字母表示皆与上相同。当 C 出现即有集中权威时，d即善治无法被消

除，那么，有集中权威是善治的原因；当 d 即善治被消除时，C即有集中权威不出现，那么，善治是有集中权威的结果。

从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东衡村在乡贤参事会参与治理后取得较为引人注目的成效，而与之相应的，七一村虽

无乡贤的参与治理，却也同样达到了善治。这说明，即便没有乡贤，农村治理依然可能达到善治，即有无乡贤并非能否达到善

治的原因。其二，在达成善治时，东衡村是在乡贤参事会的参与下达成的，而七一村是在其村支书即经济能人的带领下达成的；

在未达到善治时，东衡村一开始是没有乡贤参与治理的，而云浮即使在乡贤的参与治理下，也没有达到善治。这说明，善治并

非是有无乡贤的结果。其三，达成善治的两个村庄(东衡村和七一村)，其相同点都是形成了统一意志的权威；未达成善治的两

个村庄，其相同点都是未形成统一意志的权威。我们可以看出，当出现统一意志的权威时，善治达成，而不出现统一意志的权

威时，则善治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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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有无乡贤并非为能否达成村庄治理有效性(即达成善治)的原因；是否能够走向善治之路也并非有

无乡贤的结果；真正决定是否能够达成村庄治理有效性(即达成善治)的是有无集中的权威，即具有集中权威是关键性的因素，

善治是具有集中权威的结果。

五、结论

中国农村治理主要依赖于村两委的状况和作为，其治理结果有好也有坏。是何种原因造成了治理结果的差别?在本案例中，

东衡村在无乡贤的时候，其治理结果不尽如人意，在引入了乡贤后，其治理结果变得好了起来；云浮村引入了乡贤，但其治理

效果依旧不好；而七一村虽无乡贤，村庄治理相当有效。如今乡贤试点推行参与治理，其治理结果同样有好有坏，那么又是何

种原因造成了这种治理结果的差别?乡贤究竟为农村治理带来了什么?通过案例对比，本文发现，七一村的诸多基础条件如经济

状况、流动人口等与东衡村大体相似，不同的是，它没有农村精英参与治理，即其村庄治理中并无乡贤的参与。不过，其治理

过程是拥有着经济权威的内生性本土农村精英主导的，其本身便拥有足够的权威与统一意志施行治理。由此人们不难看出，乡

贤并不是村庄治理有效性的必要条件，足够的权威加上统一的意志才是走向善治之路的至关重要的条件。乡贤参与并与村两委

统一意志、齐心协力才是走上善治之路的核心因素。

由此可见，新乡贤在村民中具有较高的威信，将这一群体引入农村治理能够充分降低沟通成本，加速各项政策的贯彻和实

施，有效缓解农村治理难题。以乡贤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其参与农村治理的过程，能够更深刻的展现当代农村治理模式的内在

机制，从而为推进农村善治提供一定的指导。乡贤参与农村治理，是农村社会公共事务协同共治的过程，它丰富了农村治理的

主体结构，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推进治理有效性的达成。

注释：

[1] 资料来源: 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访谈。

[2] 秦晖: 《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 汉唐间的乡村组织》，载黄宗智主编: 《中国乡村研究( 第一辑) 》，商务

印书馆 2003 版，第 3 页。

[3] 费孝通: 《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版，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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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建兴: 《乡村变革与乡贤治理的回归》，《浙江社会科学》，2015 年第 7 期。

[9]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 2015 年 2 月

2 日。

[10] 参见内部资料: 《浙江省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报告》，浙江省民政厅， 2017 年 1 月。



11

[11] 资料来源: 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访谈。

[12] 资料来源: 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访谈。

[13] 资料来源: 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访谈。

[14] 《德清给村两委配“智囊团”———乡贤，村务好帮手》，《浙江日报》，2014 年 12 月 11 日。

[15] 资料来源: 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访谈。

[16] 《德清给村两委配“智囊团”———乡贤，村务好帮手》，《浙江日报》，2014 年 12 月 11 日。

[17] 《乡贤参事推动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人民网，http: / /zj． people． com． cn /n2 /2016 /0508 /c22859

－ 28293788． html，2016． 5．8 /2017． 3． 20．

[18] 资料来源: 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访谈。

[19] 徐勇、吴记峰: 《重达自治: 连接传统的尝试与困境———以广东省云浮和清远的探索为例》，《时事观察》， 2014

年第 4 期。

[20] 张璐璐、任中平: 《乡贤理事会对我国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以广东省云浮市为例》，《南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5 年第 8 期。

[21] 参见郎友兴、周松强: 《改革与乡村———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义乌市七一村村庄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